
 

 1 

浙江采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郑伟忠 

（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浙江石材资源丰富，采石文化源远流长。科学技术是采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人文环境

与采石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人口与聚落、墓葬习俗、风水观念等社会人文因素与采石活动的兴旺密切

相关，浙江的地名和文学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采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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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处理自身与客观世界多重现实对象性关系的现象和行为模式，是在人类与地理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是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采石文化作为人类采石活动中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对固定

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模式，包括采石对象、采石方式、采石场所、采石动机和采石历史等五个方面内容，具有丰富的人地关系

内涵
[1]
。任何人类的文化活动都依存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因而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地理环境有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之分，对社会人文环境与采石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区域采石文化研究的重要内

容。虽然世界范围内的采石活动历史悠久，但有关采石文化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浙江是石材大省，采石文化源远流长，

近年来陆续发现多个古代采石遗迹。挖掘并梳理浙江采石文化，不仅能丰富区域人地关系理论研究，而且对于古采石场的保护

和开发以及现代采石场的生态恢复和环境改造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采石活动发展的科技条件 

科学技术对采石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地质学相关知识认识的提高和采石工具的发展上。人类最早的地质学知识来源于

人们不断的生产实践过程，在漫长的石器时代里，已经有许多石材种类进入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领域。由于对金属矿物认识的不

断深入，人类逐步走进了金属时代，开始了辉煌的青铜时代。冶铁和炼钢技术的发明以及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采石文化

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的冶铁技术始于春秋晚期，到汉代趋于成熟，已经能生产白口生铁、麻口生铁、灰口生铁以及白

心、黑心可锻铸铁。另外，中国古代还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炼钢技术。早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固体脱碳制钢技术、炒钢法

（将生铁炒炼成钢）以及百炼钢锻炼技术。钢的出现，增加了铁质工具的韧性，进一步扩大了铁质工具的使用范围。在徐州云

龙山汉代采石场遗址，人们发现了宽錾、扁錾、凿、楔、锸等铁制工具，说明了铁质工具在汉代已经应用于采石活动中。经过

一定程度钢化的铁制采石工具的使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大大地提高采石的效率。因铁质工具的使用，人们可以比较

容易地开采到大量石材，从而满足了东汉兴建绍兴鉴湖水利工程对石材的大量需求。南北朝时期，人们广泛使用灌钢冶炼技术。

明代中期以后，灌钢冶炼技术发展为苏钢冶炼技术，使采用优质钢材制造采石工具成为了可能。19 世纪中期以后，钨钴合金的

钢钎开始传入中国，强度远远优于先前的中国造钢钎，降低了人们开采石材的难度。如今机械化采石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

采石的效率，也让现代采石场具有了与古代采石场大为不同的景观特征。科技的进步也可以保护和改善采石场的生态环境，如

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开采地下硬度较高的石材，从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可见，采石活动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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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发展史，采石文化具有浓郁的科学技术气息。 

二、浙江采石活动兴旺的原因 

1.人口与聚落对采石活动的影响 

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促使聚落在规模上的扩大和数量上的增加，加速了城镇化的速度；另一方面造成了平原地区人多地少、

粮食紧张的局面，迫使人们向广大的山地丘陵地区开拓，不断形成新的聚落。中国封建社会向来以农业为本，历朝历代统治者

都非常关注水利工程的兴建，水利工程的兴废往往会折射出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公元六七世纪以前，浙江仍属地广人稀、人

口增长缓慢的地区。唐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人口增长开始加快，浙江逐渐成为中国人口密度较大的省

份之一
[2]
。因此，伴随着唐代以来人口的增长，一些城镇建设和水利工程项目开始兴建，石材使用量逐步增加，进而促成了采石

活动的兴旺局面。其中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有杭州西湖、沙河塘，海宁长安三闸，富阳阳陂湖、吴公堤，余杭南下湖、北湖，

海盐太和塘，湖州菱湖，长城（今长兴）西湖，安吉石鼓堰，明州东钱湖、浊江湖、广德湖，鄞州它山堰，慈溪慈湖、花屿湖、

杜湖，奉化白杜河、赵河，越州（今绍兴）新河、界塘、中塘，诸暨湖塘，武义长安堰，西安（今衢州）神塘，严州（今建德）

西湖等多处
[3]
。另外，道路、桥梁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大量石材，同样也促进了采石活动的兴旺。 

由于唐末战乱之故，浙江人口较唐天宝年间（742—756 年）有大幅度下降，直到北宋初年都没有恢复到唐代中期的水平。

宋代是浙江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宋王室南渡后，浙江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加明显。但当时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占全省面积不到 1/4

的平原地区，造成了平原地区耕地不足、粮食短缺的局面
[4]
。人们为了摆脱困境，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挖掘平原地区的生

产潜力，如修建石砌海塘，保护钱塘江沿岸的粮赋之地；另一方面积极向山区开拓，兴建梯田。人口的增加，加快了城镇化的

速度。以杭州府为例，北宋时仅十五六个镇，南宋时则激增到三四十个
[2]
。大量城镇的出现伴随着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石材用

来铺路、建房、筑桥、护岸，极大地刺激了采石业的发展。山区梯田的兴建，也对石材有一定的需求。人口剧增背景下的城镇

大发展引发了对石材大规模的开发和使用，有力地推动了采石业的发展，浙江省内为数不少的古代采石场遗址的始采时间大概

就在宋代。 

元、明、清三代，虽然在改朝换代时期人口有较大的变动，但人口基数大，只要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可以逐步恢复起来。

明朝末年，从海外引入了番薯和玉米，由于这两种农作物产量高，生产适应性强，对肥料要求不高，特别适合山区种植，因而

山区大规模垦殖，引发全省人口剧烈增长
[5]
。到 19世纪上半期，浙江省人口已经突破 3000万大关。明、清两代，钱塘江河口沿

岸平原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已然成为朝廷征收财赋的主要来源，因而统治者非常重视钱塘江海塘的修建。经过不断的摸

索和积累，最终创造了坚固的鱼鳞石塘。鱼鳞石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所用石材之巨，可称得上“浙江历

代工程之最”。明、清之际，出于防卫和管理的需要，浙江省境内还修建了大量的城墙，其中浙东一带的城墙防卫倭寇的功能更

加突出。就中国封建社会来说，城墙的修建对于聚落的城市化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对于区域人口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城

墙主要选用砖和石两种材料修筑，如衢州城墙为砖石结构，城墙基部用条石错缝平砌，上面再用砖砌筑；江山城墙则通体用长

条巨石砌筑，固又名“石城”。城墙修筑工程浩大，所用石材甚多，刺激了浙江各地采石业的发展。 

2.墓葬习俗与风水观念对采石活动的影响 

墓葬习俗与采石活动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在石材在墓葬中的使用，如石刻墓碑、石砌墓室等；另一方面表现在采石活动对

坟茔的侵扰上，如采石破坏山体，危及坟地的风水和安全。墓葬中石质构件的使用，也消耗了大量的石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采石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考古意义的大型墓葬，对采石文化产生的影响则更大。如徐州汉楚王墓群和广州南越王墓的修建就

对当地采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州云龙山古采石场和广州莲花山古采石场能够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名单，与此密不可

分。浙江吴越国王陵和宋六陵的修建都是当时巨大的陵墓工程，由于帝王陵墓的修造规格高，修建陵墓所耗费的石材量也就更

大，因而产生的采石文化具有较高的文物和考古价值，可以大大地提升浙江采石文化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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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土葬的习俗也会影响采石文化。对于那些久经人类开拓的区域来说，区域中不少山体已成为人们埋葬祖先的场所。

当人们的采石活动逼近祖先坟茔时，矛盾就产生了。绍兴羊山一带在历史上是著名的采石场，但也是人们祖辈生活的所在之地，

在山体上经常分布着大量的祖先坟茔及义冢。由于羊山石材质量好，颇受当时工程建设者的青睐，宕户为了追逐利润，大规模

地开采羊山石材。大规模的开采活动威胁到祖先的坟茔，因其事关整个家族的风水和运道，必然会引起相关家族的强烈反对。

地方政府出于平息矛盾和保护坟茔业主利益的目的，一再颁布采石禁令。但像修筑海塘这样的大型公共水利工程，地方政府往

往要承担一定数额的石材供应，但采石禁令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所摊派到的石材定额。结果是往往禁而复采，采而复禁，陷入了

宕户、当地政府和坟茔业主三者围绕采石的博弈之中
[6]
。除绍兴羊山之外，作为采石大邑的武康也常颁布采石禁令。地方志中所

存录的最早一则采石禁令为武康知县周宗建颁布的《禁石宕文》，时间是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7]
。除了对祖先坟茔具有

较强的风水意识外，古人对他们周边的生存环境也具有很强的风水思想，当采石活动威胁到古人所认为的风水龙脉时，也会受

到人们强烈的反对。相对而言，宕户在人烟稀少的海岛上开采石材可以免受祖先坟茔和风水观念的束缚，这也是海岛采石场兴

旺的原因之一，如三门蛇蟠岛，舟山朱家尖、钓山以及后来的岱山，都分布有典型的海岛采石场。可见，采石禁令是在墓葬习

俗和风水观念影响下对采石文化的一种影响，而宕户禁而复采的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石材的需求程度。 

三、采石活动中形成的浙江采石文化 

1.地名中的采石文化 

地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以及相互交往联系中对不同地理实体进行识别所赋

予的一种文字符号
[8]
。地名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既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又受到社会人文环境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社

会性、指位性、稳定性和历史性，因而地名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而采石文化作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

综合体，对某些地名的形成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能够被某些地名有所反映。 

乡村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最基本的聚落形式，蕴含着丰富的人地关系。乡村聚落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所包含的自然地理环

境要素和社会人文景观要素较为单一，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乡村地名可以比较准确、及时地反映出当地的地域景观和历

史文化。据统计，2005年，浙江省共有行政村 34515个
[9]
（随着大量行政村的撤并，行政村数量逐年减少），而乡村地名中含有

“石”字的行政村占总数的 2.3％，再加上地名中含有“石”字偏旁（如“岩”、“宕”、“硐”等）汉字的行政村约占总数的 3.6％，

这两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石”关系的密切程度。因汉字具有一定表意性，汉字中“石”

有一定的历史由来，这种历史由来很有可能与采石文化相关。除此之外，“塘”、“坑”等字有时也用来表示采石场的意思，因为

这两个字对采石场的外部特征具有描述性，地表采石形成的凹地，称为“坑”，积水之后就成了“塘”。另外，“塘”与“宕”的

发音在某些方言中容易混淆，如舟山的古采石场老宕山，现被称为老塘山。带有“石”字和其他几个相关汉字的地名，多数可

以折射出一定的石文化特征，而采石文化又是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因此，也可以推断出这些乡村地名可以直接或者间

接地表现出一定的采石文化特征。如古采石遗迹龙游石窟群就位于龙游县境内的石岩背村，这个村的地名同时含有“石”字和

“岩”字，而“岩”在当地方言中就是石洞的意思，因而这个地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石洞背后的村子”，实地踏勘的结果表

明这种推理是成立的。石岩背村这个地名很好地解释了龙游石窟的形态特征及其与乡村的位置关系，龙游石窟蕴含丰富的采石

文化，采石文化又是当地的特色人文景观，地名在反映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同时必然会展现出相应的采石文化。黄岩石

柜岙村和临海石仓村拥有丰富的石材资源和悠久而多样的采石文化，“石柜”和“石仓”形象地描绘出当地的采石状况，这两个

地名也很好地反映出当地的地域文化---采石文化。有的乡村地名甚至直接称呼为石宕村，“石宕”意为采石场。嵊州和浦江各

有一个行政村叫石宕村，以采石场命名乡村，直接鲜明地反映出当地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特征，这些乡村的起源很可能是由

于采石而聚居形成的。像石桥村、石佛村、石塘村等这类地名虽然字面上难以找到采石文化的影子，但这些地名却饱含了丰富

的石文化。采石文化作为石文化的一部分而蕴含于这些地名之中，因为无论是石桥还是石佛，建造的石材都是来源于采石场，

来源于人们的采石活动，没有采石活动就没有石材，没有采石文化也就没有了丰富的石文化。 

通过乡村地名石文化关键字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折射出采石文化的相应内涵，为研究采石文化提供一种佐证。浙江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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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由于行政村的统计资料便于搜集，以上对乡村地名的研究主要以行政村为对象，而自然村的个数远

远多于行政村的个数，其地名势必蕴藏了更多的采石文化线索。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地名通过其文字意义都反映出一定的采石

文化内涵，也不是所有的采石文化丰腴之地都有相对应的地名，因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地名中的采石文化特征研究与

其他采石文化研究方法相结合，互为佐证。 

2.文学中的采石文化 

文学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具有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对采石活动相关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再现特定时期和地域

的采石文化特征。当采石场被改造成风景名胜之后，文人对采石场景观的关注明显增加，相关的散文、诗歌开始出现。张岱是

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在《越山五佚记·曹山》一文中这样写道：“曹山，石宕也。凿石者数十百指，绝不作山水

想。凿其坚者，瑕则置之；凿其整者，碎则置之；凿其厚者，薄则置之。日积月累，瑕者堕，则块然阜也；碎者裂，则岿然峰

也；薄者穿，则砑然门也。由是坚者日削，而峭壁立焉；整者日琢，而广厦出焉；厚者日垒，而危峦突焉。”
[10]
曹山位于吼山北

面，现为吼山风景区的重要景点。张岱描述了采石场景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提高了采石场景观的知名度，有利于采石文化的

传播和发展。此外，明代徐渭《游石宕二诗》赞颂了柯岩云骨，明代许国光《重游石仓》赞美了天台岩庵黑洞，蔡元培《游遶

门山石宕即事》中的“遶门山”即鸟门山，为东湖山景的古名等。历史上有关采石场的文字记录很少，这些散文、诗歌是了解

古代采石场所的重要参考资料，是采石文化的文学见证。许钦文（1897—1984 年）则采用了另外的文学体裁来反映采石活动。

他在 1926年创作的小说《石宕》是当时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鲁迅认为该小说“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石宕》描写了一

个世代以采石为生的山村在一次采石过程中，山岩崩塌，有的人当场死亡，剩下的人被困在石宕之中，既出不来，又送不进食

物，最终被活活饿死的故事。故事虽凄凉，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采石工人谋生的艰辛和工作环境的危险是对采石文化的重要补充。

采石文化之所以能称其为文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这个因素的参与，而采石工人则是采石文化的第一创造者。关注采石

工人的价值，将采石工人的采石过程和社会生活纳入到采石文化的研究视野之中，有助于全面把握整个采石文化。作者许钦文

是绍兴人，而绍兴的采石文化历史悠久，这部小说取材于采石活动，极具乡土文化气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作为绍兴

采石文化发达的一个历史佐证。 

科学技术是采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人文环境与采石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采石文化的形成与发

展无时无刻受到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采石文化对社会人文环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影响着社会人文环境中相关

因素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人文环境本身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人文环境中的各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

自然地理环境的印记。社会人文环境与采石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自然地理环境与采石文化相互作用关系

的延伸和深化。本文从社会人文环境的视角对浙江采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初步探索，有关浙江采石文化的研究仍具有进一

步开拓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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